
多巴胺受体基因DRD4与家庭亲密度或矛盾性对大学生
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王云强1*, 顾伟伟1, 邱逸鹭1, 王志琳2, 郭本禹1, 葛芹玉3

1.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2. 南京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211166;

3.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南京 210009
* 联系人, E-mail: wangyunqiang@njnu.edu.cn

2020-04-14 收稿, 2020-05-22 修回, 2020-05-22 接受, 2020-05-22 网络版发表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4CSH017)资助

摘要 多巴胺D4受体基因(DRD4)与人类社会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已有研究较多关注DRD4-7R而忽视亚洲人

群出现频率最高的DRD4-4R. DRD4基因多态性与家庭亲密度或矛盾性对亲社会倾向是否具有交互作用、是否存

在性别差异等问题尚未有定论. 本研究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 探究DRD4基因多态性与家庭亲密度或矛盾性对大学

生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并采用显著性区域法和再参数化回归模型分析该交互作用是否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
结果发现, (1) DRD4-2R(7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男性大学生利他的亲社会倾向、非DRD4-4R基因型与亲密度对男

性大学生匿名的亲社会倾向、非DRD4-4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男性大学生利他的亲社会倾向、DRD4-3R(5R/6R)基
因型与亲密度对男性大学生匿名的亲社会倾向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即对男性大学生而言, 与非携带者相比, 家庭

亲密度或矛盾性更能显著预测DRD4-2R(7R)、非DRD4-4R以及DRD4-3R(5R/6R)基因型携带者的亲社会倾向. (2)
显著性区域法(Ros)和再参数化回归模型分析均表明, 上述4个交互作用均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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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行为遗传学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了人类基

因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密切关联[1~3]. 多巴胺D4受体基因

(dopamine D4 receptor, DRD4)就是此类基因之一. 它主

要分布在前额叶和边缘系统, 参与注意、知觉、智

力、计划、语言和记忆等认知功能和情感情绪反应[4].
DRD4基因有20多个多态性位点, 其第3外显子48个碱

基对(DRD4 exon Ⅲ 48 bp)的可变数串联重复序列

(variable numble of tandem repeats, VNTR)可出现2~11
次重复[5]. 研究发现, DRD4基因多态性对人类的社会行

为具有一定影响. DRD4基因第3外显子7次重复等位基

因(DRD4-7R)与猎奇[6]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7]

、冲动

性[8]
、物质滥用[9]

、外化行为[10,11]
、利他性[12]

、慈善

捐赠等亲社会行为[13,14]及认知共情[15]显著相关. 总体

而言, 与非携带者相比, DRD4-7R携带者在上述方面的

表现水平更高.
家庭因素是影响个体社会行为的重要环境因素.

一系列研究表明, 母亲的支持型养育方式[16]和父母教

养投入[17]与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显著正相关; 父

母早期的子女养育行为[18]
、父母温情[19]可以正向预测

后期的亲社会行为, 而体罚和父母的严格控制等消极

的教养方式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负相关[20].
根据基因-环境相互作用(G×E)理论[21,22], 家庭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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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会受到DRD4基因的调节, 即对

不同DRD4基因携带者而言, 家庭因素与社会行为的关

系会存在不同. 研究显示, DRD4-7R对母亲的失落或创

伤与婴儿心理紊乱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对携带

DRD4-7R的婴儿来说, 母亲的失落或创伤与其心理紊

乱正相关显著; 而对不携带DRD4-7R的婴儿, 二者相关

不显著[23]. 在面对反应冷漠的母亲时, DRD4-7R非携带

儿童比携带儿童表现出更少的外化行为; 在面对反应

积极的母亲时, 携带DRD4-7R的儿童比非携带儿童表

现出更少的外化行为[11]. Sheese等人[24]发现, 父母养育

质量与DRD4-7R非携带儿童的冲动和冒险分数无关;
反之, DRD4-7R携带儿童的父母养育质量与其冒险水

平显著负相关, 低养育质量的DRD4-7R携带儿童表现

出非常高的冒险水平. 其他研究还表明, 在DRD4-7R携
带儿童中, 母亲积极纪律策略的增强会导致外化行为

的急剧降低[25], 积极的父母养育同母亲评定的亲社会

行为呈显著正相关[26], 且依恋安全水平能够显著预测

慈善捐赠水平[13]; 对DRD4-7R非携带儿童而言, 上述家

庭因素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密切关联不存在. 由此可见,
DRD4基因与家庭因素交互作用于社会行为.

尽管当前对DRD4基因、家庭因素与社会行为关

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重要成果, 但是仍然存在许多

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1) 在候选基因上, 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DRD4-7R,

而实际上DRD4的可变数串联重复序列多态性具有很

大的种族差异. DRD4-7R在西方国家人群中出现的频

率较高, 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并不多见. 亚洲

人群中出现最多的是DRD4-4R[27]. 前已述及, DRD4-7R
与社会行为具有一定关联, 并且能够调节家庭因素与

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而由于DRD4基因分布的种族差

异, 这些结论是否适用于亚洲人群需要进一步验证和

扩展. 因此, 在探讨亚洲人群的DRD4基因多态性与社

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时, 不仅要关注DRD4-7R, 更要着眼

于DRD4的其他可变数串联重复序列.
(2) 在与基因相关的社会行为上, 已有研究较多探

讨的是负性行为[7,8,17,23~25], 而对亲社会等正性社会行

为涉及不多. 对基因与负性社会行为的研究有助于揭

示这些负性行为的影响因素, 能够为负性行为的预防

和校正提供建设性启发. 当然, 心理发展不只是消极问

题的应对, 更包括积极行为的养成. 所以说, 当前对与

基因有关社会行为的研究也应纳入亲社会倾向等正性

社会行为. 虽然有研究已经开始考察DRD4-4R与利他

的关系[28,29], 但此类研究偏少, 需要继续加强, 尤其是

要将家庭等环境因素引入. 这样不仅能够探明亚洲人

群DRD4基因、家庭因素与正性社会行为的关系机制,
而且能够为亲社会等积极行为的培养有针对性地提出

有价值的策略建议.
(3) 在家庭因素上, 相关研究关注较为集中的是体

现亲子直接互动的依恋和教养方式[11,13,16~20,23~25]. 其实,
影响个体发展的家庭因素还涉及一些具体的环境特征

和社会特征, 如家庭成员的互动、家庭活动的结构和

性质等. 研究发现, 体现家庭温暖和沟通交流的家庭亲

密度与教师报告的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正相关,
与父母报告的攻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30]; 囊括家庭亲

密度和矛盾性在内的家庭环境得分与大学生的亲社会

倾向之间存在显著相关[31]. 探究家庭亲密度和矛盾性

与个体社会行为的关系以及DRD4基因在其中的调节

作用, 能够更为系统、动态展示家庭环境与基因对个

体社会性发展的交互影响.
(4) 在理论解释上, DRD4基因与家庭因素对社会

行为交互作用的解释有3种模型, 即素质-压力模型(dia-
thesis-stress model)、差别易感性模型(differential sus-
ceptibility model)和优势敏感性模型(vantage sensitivity
model), 但所得结论不一致. 素质-压力模型认为, 由于

携带某种“风险(risk)”或是“脆弱性”基因, 个体更加容

易受到消极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心理或行为问题[32].
根据差别易感性模型, 携带易感基因的个体不仅容易

受到消极环境的消极影响, 在积极环境中也能获得更

好的发展结果[11]. 优势敏感性模型则提出, 携带某种基

因的个体对他们所暴露的优势环境更加敏感, 并能够

给予积极的反应[33]. 前述多项研究支持了差别敏感性

模型, 即携带DRD4-7R的个体在积极的家庭中, 表现出

更少的外化问题行为和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而在消极

的家庭中正好相反, 表现出较高水平的外化问题行为

和更少的亲社会行为[11,13,23~25]. 还有研究支持优势敏感

性模型, 发现非DRD4-4R/4R在积极环境中表现出更少

的自私和更高的公平[28]. 那么, DRD4基因与家庭亲密

度或矛盾性对个体社会行为的共同影响究竟符合哪一

模型呢?
(5) 在数据分析方法上, DRD4基因与家庭因素对

社会性行为交互作用的分析主要采用分层回归, 再进

行简单斜率检验来确定这一交互作用符合哪一模型.
此方法简单易行, 但弊端也很明显. 这种分析将家庭环

境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 仅仅关注环境变量的两端,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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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上判断交互作用的类型, 而没有对交互效应大小

设置量化标准. 基于此, Roisman等人[34]提出了纳入环

境变量的所有取值的显著性区域法(region of signifi-
cance, RoS). 为了克服可能的共线性问题, 避免削弱统

计检验力, Widaman等人[35]提出了再参数化回归模型

(re-parameterized regression model)来检验G×E交互作

用. 但是, 鲜有研究运用显著性区域法和再参数化回归

模型考察DRD4基因多态性与家庭因素对社会性行为

的交互作用.
(6) 性别对DRD4基因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

一定影响. 这里存在两种性别效应: 一是性别伴随效应

(gender-contingent effects), 即DRD4基因与社会行为之

间的关系在不同性别中是不同的. 比如, Uzefovsky等
人[15]发现, 女性被试中DRD4-7R携带者的认知共情分

数显著高于非携带者, 而男性被试中DRD4-7R非携带

者的认知共情分数显著高于携带者. Widaman等人[35]

的研究表明, 与女性携带者相比, 男性DRD4-7R携带者

具有更多的情感知识; 而在非携带者中不存在此关系.
二是性别特异效应(gender-specific effects), 即DRD4基
因与社会行为之间的某种关系只存在于某一性别中,
在另一性别中不存在. 研究显示, 与非携带者相比, 男

性DRD4-7R携带者的婴儿期注意缺陷率更高[36], 吸烟

率和猎奇分数更高[37]
、更为冲动[38]. 这一关系在女性

被试中未被发现. 既然如此, 那么在DRD4基因与家庭

亲密度和矛盾性对社会行为的交互作用中, 性别效应

是否依然存在? 如果存在, 是性别伴随效应还是性别

特异效应?
综上, 本研究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 主要探究

DRD4基因多态性与家庭亲密度和矛盾性对大学生亲

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并采用显著性区域法和再参数

化回归模型分析这一交互作用符合哪一模型. 基于以

下两方面考虑来确定本研究的DRD4基因位点: 一方

面, 由于亚洲人群中DRD4-7R出现频率较低, 亚洲人群

中出现频率较高的DRD4-2R与西方人群中的DRD4-7R
功能相似[14,39,40], 因此将携带至少一个DRD4-2R的个体

和至少一个DRD4-7R的个体归为一类分析 , 记为

DRD4-2R(7R). 另一方面, 因为DRD4-7R对环境变化比

较敏感, 而DRD4-4R与DRD4-7R的功能相反(即有可能

对环境变化不敏感), 所以将非DRD4-4R(即不携带至少

1个DRD4-4R)确定为敏感基因位点. 因此, 本研究考察

两类敏感基因位点: DRD4-2R(7R)、非DRD4-4R.
已有研究证明, DRD4-7R是环境敏感基因, 能够调

节家庭环境与社会行为的关系, DRD4-2R与DRD4-7R
功能相似, 非DRD4-4R有可能与DRD4-7R同样具有环

境敏感性. 研究显示, 仅在男性被试中发现了DRD4基
因与环境因素对亲社会行为的交互作用[28]. 因此, 本研

究提出假设1:
H1: DRD4-2R(7R)、非DRD4-4R与家庭亲密度或

矛盾性对男性大学生的亲社会倾向具有交互影响. 具

体而言, 在男性大学生中, 与非携带者相比, 家庭亲密

度或矛盾性更能预测DRD4-2R(7R)、非DRD4-4R携带

者的亲社会倾向. 女性大学生则不存在上述交互作用.
综合已有研究发现, 较多研究中的DRD4基因与家

庭因素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 同时,
深入的理论分析发现, 素质-压力模型较为关注消极环

境中的表现, 优势敏感性模型侧重考察积极环境中的

行为, 而差别易感性模型兼顾消极和积极环境. 在一定

程度上, 素质-压力模型和优势敏感性模型可看作差别

易感性模型的两个特殊版本. 此外, 从实践角度看, 个

体对环境变化的敏感蕴含了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为教

育干预和成长促进留出空间. 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假

设2:
H2: DRD4-2R(7R)、非DRD4-4R与家庭亲密度或

矛盾性对男性大学生亲社会倾向的交互影响符合差别

易感性模型.

1 方法

1.1 被试

共招募大学生被试680人. 根据如下标准剔除无效

被试: (1) 基因型缺失; (2) 问卷填写不完整; (3) 有明显

的作答规律, 未认真填写. 最终获得有效被试574人. 其
中, 男生275人(47.91%), 女生299人(52.09%). 被试的平

均年龄为20.33岁(SD=1.45). 该研究通过了研究团队所

在单位的伦理审查, 所有被试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工具

1.2.1 家庭环境量表

采用费立鹏等修订的Moos家庭环境量表(family
environment scale)中文版[41]中的两个分量表: (1) 亲密

度, 即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承诺、帮助、支持的程度; (2)
矛盾性, 即家庭成员之间公开表露愤怒、攻击和矛盾

的程度. 每个分量表9个项目, 共18个项目. 根据研究需

要, 将矛盾性分量表得分进行了正向转换. 即两个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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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越高, 说明家庭成员之间越为亲密, 公开表露愤

怒、攻击和矛盾越少. 本研究中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分别为0.80、0.65.
1.2.2 亲社会倾向问卷

采用寇彧等人修订的Carlo和Randall编制的亲社会

倾向问卷(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 PTM)中文版[42].
量表共26个项目,分为6个维度(公开的、匿名的、利他

的、依从的、情绪的、紧急的),采用五级评分,得分越

高说明亲社会倾向越大. 本研究中该量表6个分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8、0.78、0.62、0.77、
0.70、0.59.

1.3 研究程序

1.3.1 施测问卷

招募被试, 并且向被试发放知情同意书, 主试解释

施测过程和注意事项, 得到被试同意后进行测量. 所有

被试完成家庭环境量表和亲社会倾向问卷.
1.3.2 采集口腔黏膜

(1) 先由主试向被试讲解采集口腔黏膜方法与程

序. 采样1~2 h内被试最好不要用餐, 30 min内杜绝烟酒

饮料等, 保持口腔清洁. 采集前要求被试再次使用清水

漱口, 15 s一次, 一共3次. 采集口腔黏膜的基本方式: 戴
上一次性医用手套, 用一根医用棉签(不要碰触脱脂棉

部位)在口腔壁内侧来回刮拭, 力度与刷牙相当, 并不

断旋转使之充分接触; 然后将棉签放入试管内. 每根棉

签取样1次, 一共取样3次.
(2) 在主试指导下被试自行采集口腔黏膜.
(3) 主试回收取样. 将装有棉签的试管盖封好, 放

入冰袋内, 并于当日送到相关实验室.
1.3.3 基因检测

DNA的提取、纯化与分型由生物医学专业人员进

行, 主要方法为基于荧光定量PCR的单核苷酸多态性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检测, 分为引物

设计、PCR扩增以及电脉检测3个步骤.
(1) 引物设计. 研究选择合成一对引物, 序列分别

为5′-AGGACCCTCATGGCCTTG-3′和5′-GCGAC-
TACGTGGTCTACTCG-3′. 该引物PCR扩增产物长度

为485 bp(4R). 2R到7R的长度分别为389、437、485、
533、581和629 bp. 根据电泳长度判断多态性分型. 备

用引物序列为5′-GCCCGCTCATGCTGCTGCTCTA-3′
和5′-ATCTTGGCACGCCGCCTCCT-3′.

(2) PCR扩增. 主要试剂为TaKaRa Ex Taq HS. 热

循环参数为: 95°C预变性5 min; 95°C变性30 s, 58°C退
火30 s, 72°C延伸60 s (共进行40个循环的扩增); 72°C延
伸8 min.

(3) 电泳检测. 根据具体实验中检测的样本数量,
选择合适大小的制胶板, 制备3%的琼脂糖凝胶, 加入

适量的GelRad进行预染色. PCR扩增结束后, 向产物中

加入1/6体积的溴酚蓝溶液(同时作为电泳指示剂, load-
ing buffer), 混匀以终止反应, 每个样本吸取预混好的样

本10 µL, 小心加入到凝胶样本孔中; 150 V电泳40 min,
然后于BioRad凝胶成像系统中进行电泳图谱的拍摄和

图谱保存分析.

1.4 数据分析

运用SPSS 21.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首先, 采
用χ2检验分析DRD4基因型分布情况. 接着, 采用Har-
man单因子检验法对问卷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被试的家庭亲密度、矛盾性和亲社会倾向等变量进

行描述统计, 分析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 并采用F检验

考察大学生亲社会的性别和基因型差异. 然后, 采用分

层回归来分析DRD4基因多态性与家庭亲密度或矛盾

性对大学生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为保证结果的稳

定性和可靠性, 借鉴相关研究[43], 分别将男生(N1=134,
N2=141)和女生(N1=143, N2=156)随机分为两个样本进

行分析, 并采用元分析方法对子样本中的基因型与家

庭亲密度或矛盾性的交互作用的总效应进行考察. 最

后, 采用显著性区域法(https://www.yourpersonality.net/
interaction/)和再参数化回归模型进行模型验证. 显著

性区域法的主要计算指标如下[34]: (1) 家庭环境的显著

区间: M±2SD的区间(平均数上下2个标准差). (2) 交互

作用比例指标(the proportion of interaction index, PoI)和
受影响比例指标(the proportion affected index, PA). PoI
表示交互作用比例, 即上、下交互作用区域与交叉点

每一侧的比例. PoI的值越接近0.5(一般来说在[0.40,
0.60]范围内), 则表明交互作用越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
PoI的值越接近0, 则表明交互作用越符合素质-压力模

型; PoI的值越接近1, 则表明交互作用越符合优势敏感

性模型. PA表示受影响比例指标, 即受预测变量影响的

人口比例, 也即交叉点右侧区域所占的比例. PA的

值≥16%可评定为差别易感性模型. (3) 非线性指标X2

与ZX2. 若二者对Y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则排除变量间的

非线性关系. 若其中任何一个对Y的预测作用显著, 则

需要在控制其影响的情况下重新考察交互作用是否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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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再参数化回归模型分析是将交互作用的交叉点作

为模型的一个参数进行估计. 如果交叉点的点估计和

区间估计均落在家庭环境取值范围内, 模型拟合最优,
则该交互作用支持差别易感性模型[35].

2 结果

2.1 DRD4基因的基因型分布

本研究共检测出6个DRD4等位基因, 即2R、3R、
4R、5R、6R和7R. 其中, 出现频率最多的是DRD4-4R,
占46.17%; 出现频率最少的是DRD4-7R, 占5.92%. 在检

测出的13种基因类型中, 占比最多的是DRD4-4R/4R
(39.02%), 最少的是DRD4-2R/5R和DRD4-3R/6R(均为

0.35%). 基因类型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定律

(χ2=2.05, df=1, P>0.05).
DRD4-2R(7R)基因型和非DRD4-4R基因型的分布

见表1. 分析发现, DRD4-2R(7R)基因型的分布存在性别

差异(χ2=6.61, df=1, P<0.05), 男性大学生的占比显著大

于女性大学生; 非DRD4-4R基因型(χ2=0.88, df=1,
P>0.05)分布的性别差异不显著.

2.2 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由于家庭亲密度和矛盾性、亲社会倾向数据来自

自我报告, 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因此采用Harman单
因子检验法对问卷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结果

发现, 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11个, 且第一个因子解

释的变异量为13.38%, 远小于40%的临界标准, 说明共

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彼此之间的相关系数

见表2. 结果表明, 总体而言, 亲密度与矛盾性之间存在

显著正相关, 亲密度与大多亲社会倾向之间也存在显

著正相关, 而矛盾性与各类亲社会倾向之间相关不

显著.
以性别(男、女)和DRD4-2R(7R)基因型(是、否)为

自变量、被试的6类亲社会倾向为因变量进行的MAN-
OVA分析显示, 性别和DRD4-2R(7R)基因型的主效应以

及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以性别(男、女)和非DRD4-4R基因型(是、否)为自

变量、被试的6类亲社会倾向为因变量进行的MANO-
VA分析表明, 性别和非DRD4-4R基因型的主效应以及

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2.3 DRD4基因多态性与家庭亲密度或矛盾性对大
学生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先以大学生的6类亲社会倾向为因变量, 以DRD4-
2R(7R)基因型、亲密度或矛盾性以及两者的交互项为

表 1 DRD4基因多态性的分布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DRD4 gene polymorphism

性别
DRD4-2R(7R) 非DRD4-4R

是 否 是 否

男 70 205 134 141

女 50 249 134 165

合计 120 454 268 306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量与相关分析a)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1 2 3 4 5 6 7 8

1. 亲密度 1 0.41*** 0.15* 0.10 0.15* 0.15* 0.21*** 0.08

2. 矛盾性 0.54*** 1 0.11 0.00 0.04 0.10 0.06 −0.05

3. 公开-亲 0.12* 0.07 1 −0.02 0.40*** 0.16** 0.41*** 0.26***

4. 匿名-亲 0.13* 0.00 0.02 1 0.13* 0.35*** 0.24*** 0.26***

5. 利他-亲 0.03 −0.03 0.44*** 0.06 1 0.25*** 0.60*** 0.44***

6. 依从-亲 0.19** 0.09 0.21*** 0.33*** 0.27*** 1 0.19** 0.24***

7. 情绪-亲 0.00 0.00 0.36*** 0.04 0.50*** 0.18** 1 0.41***

8. 紧急-亲 0.04 0.02 0.33*** 0.33*** 0.28*** 0.21*** 0.29*** 1

M男(SD男) 7.30(2.07) 5.92(1.99) 2.95(0.74) 3.10(0.75) 3.31(0.60) 3.13(0.88) 3.37(0.62) 3.58(0.64)

M女(SD女) 6.90(2.35) 5.40(2.12) 2.90(0.74) 3.16(0.71) 3.29(0.58) 3.12(0.82) 3.45(0.57) 3.48(0.63)

a) 对角线上为男性大学生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对角线下为女性大学生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 P<0.05; **, P<0.01; ***, 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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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变量, 分别对男女生的各两个样本进行分层回归

分析. 结果发现, 在男性大学生样本1中, DRD4-2R(7R)
基因型与亲密度对依从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β=0.20, P<0.05)、DRD4-2R(7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公

开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β=0.27, P<0.01)、DRD4-
2R(7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利他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

用(β=0.30, P<0.01)均显著; 在女性大学生样本1中,
DRD4-2R(7R)基因型与亲密度对紧急的亲社会倾向的

交互作用(β=0.21, P<0.05)、DRD4-2R(7R)基因型与矛

盾性对紧急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β=0.23, P<0.05)
均显著; 其他交互作用不显著(表3). 经Benjamini-Hoch-
berg程序校正后, 只有男性大学生样本1中的DRD4-2R
(7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利他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依然显著(P=0.048>0.05).
采用元分析方法将男性大学生两个样本中显著的

交互作用的效应量进行整合. 结果显示, DRD4-2R(7R)
基因型与矛盾性对利他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的合

并效应量为r=0.14, 95%的置信区间为[0.02, 0.26],
P<0.05. 根据Cohen的标准[44], 该交互作用是小效应.
对所有男性大学生被试的简单斜率分析发现, DRD4-
2R(7R)基因型携带者的矛盾性对利他的亲社会倾向的

预测达到边缘显著(β=0.20, P<0.1), 而非携带者的矛盾

性对利他的亲社会倾向无显著预测作用 (β=0 .01 ,

P>0.05)(图1).
以大学生的6类亲社会倾向为因变量, 以非DRD4-

4R基因型、亲密度或矛盾性以及两者的交互项为预测

变量, 分别对男女生的各两个样本进行分层回归分析.
结果发现, 在男性大学生样本1中, 非DRD4-4R基因型

与亲密度对匿名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显著(β=
0.36, P<0.01), 非DRD4-4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公开的亲

社会倾向(β=0.27, P<0.05)、利他的亲社会倾向(β=0.32,
P<0.01)和情绪的亲社会倾向(β=0.22, P<0.05)的交互作

用显著; 在女性大学生样本2中, 非DRD4-4R基因型与

矛盾性对公开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β=0.23, P<
0.05)显著; 其他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表4). 经Benjamini-
Hochberg程序校正后, 男性大学生样本1中的非DRD4-
4R基因型与亲密度对匿名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P=0.048>0.05)、非DRD4-4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利他

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P=0.048>0.05)达到显著

水平.
对男性大学生两个样本的元分析发现, 非DRD4-

4R基因型与亲密度对匿名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的

合并效应量为r=0.30, 95%的置信区间为[0.18, 0.40],
P<0.001; 非DRD4-4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利他的亲社会

倾向的交互作用的合并效应量为r=0.30, 95%的置信区

间为[0.18, 0.40], P<0.001. 根据Cohen的标准[44], 这两个

表 3 DRD4-2R(7R)基因型与家庭亲密度或矛盾性对大学生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Table 3 The interactions of DRD4-2R(7R) and family cohesion or conflict on prosocial tendenci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自变量 因变量

男(n=275) 女(n=299)

样本1(n=134) 样本2(n=141) 样本1(n=143) 样本2(n=156)

ΔR2 β ΔR2 β ΔR2 β ΔR2 β

DRD4-2R(7R)
×亲密度

公开-亲 0.00 0.00 0.01 −0.10 0.00 0.02 0.00 −0.04

匿名-亲 0.00 −0.01 0.00 0.04 0.00 −0.06 0.00 0.07

利他-亲 0.02 0.15 0.00 0.05 0.01 −0.12 0.01 −0.09

依从-亲 0.03 0.20* 0.01 0.12 0.00 0.04 0.01 0.08

情绪-亲 0.00 0.03 0.00 −0.02 0.00 0.02 0.00 0.04

紧急-亲 0.01 0.09 0.01 0.12 0.04 0.21* 0.00 0.00

DRD4-2R(7R)
×矛盾性

公开-亲 0.05 0.27** 0.00 0.03 0.01 0.09 0.00 0.07

匿名-亲 0.00 0.04 0.00 0.50 0.00 0.05 0.02 0.15

利他-亲 0.07 0.30** 0.00 −0.02 0.00 −0.01 0.00 0.04

依从-亲 0.00 0.07 0.01 −0.14 0.01 0.11 0.01 0.12

情绪-亲 0.02 0.16 0.00 0.06 0.00 −0.04 0.00 0.05

紧急-亲 0.03 0.18 0.00 0.03 0.04 0.23* 0.0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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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均属于中等效应. 对所有男性大学生被试的

简单斜率分析发现, 非DRD4-4R基因型携带者的亲密

度能够显著预测匿名的亲社会倾向(β=0.28, P<0.01),
矛盾性能够显著预测利他的亲社会倾向 (β=0 .22 ,
P<0.05), 而DRD4-4R基因型携带者的亲密度对匿名的

亲社会倾向(β=−0.08, P>0.05)、矛盾性对利他的亲社

会倾向(β=−0.13, P>0.05)无显著预测作用(图2和3).
由于非DRD4-4R基因型实际包含了部分DRD4-2R

(7R), 因此为了深入考察非DRD4-4R与家庭环境对大学

生亲社会倾向的交互影响, 进一步从非DRD4-4R中去

除DRD4-2R(7R), 得到DRD4-3R(5R/6R)基因型(即不包

含2R、4R或7R, 只具有3R、5R或6R). 以大学生的6类
亲社会倾向为因变量, 以DRD4-3R(5R/6R)基因型、亲

密度或矛盾性以及两者的交互项为预测变量, 分别对

男女生的各两个样本进行分层回归分析. 结果发现, 在
男性大学生样本1中, DRD4-3R(5R/6R)基因型与亲密度

对匿名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显著(β=0.33, P<0.01);
在男性大学生样本2中, DRD4-3R(5R/6R)基因型与矛盾

性对利他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显著 (β=0 .20 ,
P<0.05); 其他交互作用不显著(表5). 经Benjamini-
Hochberg程序校正后, 男性大学生样本1的DRD4-3R
(5R/6R)基因型与亲密度对匿名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

用依然显著(P=0.048>0.05).
对男性大学生两个样本的元分析发现, DRD4-3R

(5R/6R)基因型与亲密度对匿名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

用的合并效应量为r=0.16, 95%的置信区间为[0.04,
0.27], P<0.01. 根据Cohen的标准[44], 该交互作用是小

效应. 对所有男性大学生被试的简单斜率分析发现,
DRD4-3R(5R/6R)基因型携带者的亲密度能够显著预测

匿名的亲社会倾向(β=0.30, P<0.01), 而非携带者的亲

密度对匿名的亲社会倾向无显著预测作用(β=0.01,
P>0.05)(图4).

图 1 DRD4-2R(7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男性大学生的利他的亲社会

倾向的交互作用
Figure 1 The interaction of DRD4-2R(7R) and conflict on altruistic
prosocial tendencies of 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表 4 非DRD4-4R基因型与家庭亲密度或矛盾性对大学生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Table 4 The interactions of non-DRD4-4R and family cohesion or conflict on prosocial tendenci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自变量 因变量

男(n=275) 女(n=299)

样本1(n=134) 样本2(n=141) 样本1(n=143) 样本2(n=156)

ΔR2 β ΔR2 β ΔR2 β ΔR2 β

非DRD4-4R
×亲密度

公开-亲 0.00 0.03 0.02 −0.19 0.01 0.09 0.00 0.01

匿名-亲 0.07 0.36** 0.01 0.13 0.00 0.01 0.00 −0.08

利他-亲 0.00 −0.06 0.01 0.12 0.01 −0.15 0.00 −0.03

依从-亲 0.00 0.09 0.00 0.05 0.00 0.08 0.00 0.07

情绪-亲 0.01 0.09 0.00 −0.02 0.00 −0.03 0.00 0.03

紧急-亲 0.00 0.01 0.00 −0.01 0.00 0.08 0.00 −0.03

非DRD4-4R
×矛盾性

公开-亲 0.04 0.27* 0.00 0.03 0.00 0.06 0.02 0.23*

匿名-亲 0.02 0.17 0.00 0.13 0.00 0.08 0.00 −0.02

利他-亲 0.06 0.32** 0.02 0.17 0.00 −0.02 0.01 0.16

依从-亲 0.01 0.11 0.00 0.00 0.00 0.02 0.00 −0.07

情绪-亲 0.03 0.22* 0.02 0.18 0.00 −0.02 0.00 0.04

紧急-亲 0.00 0.09 0.01 0.13 0.00 0.08 0.00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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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DRD4基因多态性与家庭亲密度或矛盾性对男
性大学生亲社会倾向交互作用的模型验证

采用显著性区域法对上述交互作用进行模型验证

(表6). 结果显示, DRD4-2R(7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男性

大学生利他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1) 矛盾性的显

著区间下边界与上边界分别为−0.39、0.83. 这表明, 对
男性大学生, 当矛盾性低于−0.39时, DRD4-2R(7R)基因

型携带者的利他的亲社会倾向显著低于非携带者; 而

当矛盾性高于0.83时, DRD4-2R(7R)基因型携带者的利

他的亲社会倾向显著高于非携带者.该显著区间介于M
±2SD及本研究矛盾性的取值范围内. (2) PoI指数为

0.43, 表明良好交互效应的百分比为43%, 较差交互效

应的百分比为57%; PA指数为0.45, 表明45%的男性大

学生受到良好交互效应的影响, 55%的男性大学生受到

较差交互效应的影响. (3) ZX2和X2对男性大学生利他的

亲社会倾向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 由此可知, DRD4-2R
(7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男性大学生利他的亲社会倾向

的交互作用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
非DRD4-4R基因型与亲密度对男性大学生匿名的

图 2 非DRD4-4R基因型与亲密度对男性大学生的匿名的亲社会倾

向的交互作用
Figure 2 The interaction of non-DRD4-4R and cohesion on anon-
ymous prosocial tendencies of 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图 3 非DRD4-4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男性大学生的利他的亲社会倾

向的交互作用
Figure 3 The interaction of non-DRD4-4R and conflict on altruistic
prosocial tendencies of 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表 5 DRD4-3R(5R/6R)基因型与家庭亲密度或矛盾性对大学生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Table 5 The interactions of DRD4-3R(5R/6R) and family cohesion or conflict on prosocial tendenci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自变量 因变量

男(n=275) 女(n=299)

样本1(n=134) 样本2(n=141) 样本1(n=143) 样本2(n=156)

ΔR2 β ΔR2 β ΔR2 β ΔR2 β

DRD4-3R(5R/
6R)×亲密度

公开-亲 0.01 0.14 0.00 0.06 0.00 0.04 0.00 0.04

匿名-亲 0.07 0.33** 0.00 −0.02 0.00 0.05 0.01 −0.11

利他-亲 0.01 −0.11 0.00 0.03 0.01 −0.08 0.00 0.05

依从-亲 0.00 0.01 0.00 −0.06 0.00 0.03 0.00 −0.01

情绪-亲 0.01 0.09 0.00 0.01 0.01 −0.08 0.00 −0.02

紧急-亲 0.00 0.01 0.00 −0.08 0.01 −0.08 0.00 −0.03

DRD4-3R(5R/
6R)×矛盾性

公开-亲 0.01 0.14 0.00 0.07 0.00 −0.01 0.02 0.15

匿名-亲 0.01 0.14 0.00 −0.07 0.00 0.04 0.01 −0.12

利他-亲 0.01 0.12 0.03 0.20* 0.00 −0.01 0.01 0.12

依从-亲 0.01 0.13 0.01 0.13 0.01 −0.09 0.02 −0.17

情绪-亲 0.01 0.14 0.01 0.14 0.00 0.01 0.00 −0.01

紧急-亲 0.00 −0.02 0.01 0.09 0.01 −0.14 0.01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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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1) 亲密度的显著区间下边界

与上边界分别为−0.09、0.45. 这表明, 对男性大学生,
当亲密度低于−0.09时, 非DRD4-4R基因型携带者匿名

的亲社会倾向显著低于DRD4-4R基因型携带者; 而当

亲密度高于0.45时, 非DRD4-4R基因型携带者匿名的

亲社会倾向显著高于DRD4-4R基因型携带者. 该显著

区间介于M±2SD及本研究亲密度的取值范围内. (2)
PoI指数为0.42, 表明良好交互效应的百分比为42%, 较
差交互效应的百分比为58%; PA指数为0.44, 表明44%
的男性大学生受到良好交互效应的影响, 56%的男性大

学生受到较差交互效应的影响. (3) ZX2和X2对男性大学

生匿名的亲社会倾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由此可知, 非
DRD4-4R基因型与亲密度对男性大学生匿名的亲社会

倾向的交互作用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
非DRD4-4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男性大学生利他的

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1) 矛盾性的显著区间下边界

与上边界分别为0.01、0.65. 这表明, 对男性大学生, 当
矛盾性低于0.01时, 非DRD4-4R基因型携带者利他的亲

社会倾向显著低于DRD4-4R基因型携带者; 而当矛盾

性高于0.65时, 非DRD4-4R基因型携带者利他的亲社

会倾向显著高于DRD4-4R基因型携带者. 该显著区间

介于M±2SD及本研究矛盾性的取值范围内. (2) PoI指
数为0.33, 表明良好交互效应的百分比为33%, 较差交

互效应的百分比为67%; PA指数为0.37, 表明37%的男

性大学生受到良好交互效应的影响, 63%的男性大学生

受到较差交互效应的影响. (3) ZX2和X2对男性大学生利

他的亲社会倾向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 由此可知, 非

DRD4-4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男性大学生利他的亲社会

倾向的交互作用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
DRD4-3R(5R/6R)基因型与亲密度对男性大学生匿

名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1) 亲密度的显著区间下

边界与上边界分别为0.23、1.30. 这表明, 对于男性大

学生而言, 当亲密度低于0.23时, DRD4-3R(5R/6R)基因

型携带者匿名的亲社会倾向显著低于非携带者; 而当

亲密度高于1.30时, DRD4-3R(5R/6R)基因型携带者匿

名的亲社会倾向显著高于非携带者. 该显著区间介于

M±2SD及本研究亲密度的取值范围内. (2) PoI 指数为

0.21, 表明良好交互效应的百分比为21%, 较差交互效

应的百分比为79%; PA指数为0.27, 表明27%的男性大

学生受到良好交互效应的影响, 73%的男性大学生受到

较差交互效应的影响. (3) ZX2和X2对男性大学生匿名的

亲社会倾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由此可知, DRD4-3R
(5R/6R)基因型与亲密度对男性大学生匿名的亲社会倾

向的交互作用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
再参数化回归分析发现, 对男性大学生, DRD4-2R

(7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利他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交叉点的点估计为Ĉ=6.06(SE=0.25), 接近矛盾性的平

均分5.92; 95%的置信区间为[5.57, 6.55], 位于矛盾性

的取值范围内. 非DRD4-4R基因型与亲密度对匿名的

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交叉点的点估计为Ĉ=7.64(SE=

图 4 DRD4-3R(5R/6R)基因型与亲密度对男性大学生的匿名的亲社

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Figure 4 The interaction of DRD4-3R (5R/6R) and cohesion on
anonymous prosocial tendencies of 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表 6 RoS法检验DRD4多态性与家庭环境对男性大学生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a)

Table 6 The interaction of DRD4 polymorphism and family environment on prosocial tendencies of 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by RoS method

因变量 参数
家庭环境的显著性区间

PoI PA X²与ZX²
下边界 上边界

利他-亲 DRD4-2R(7R)×矛盾性 −0.39 0.83 0.43 0.45 ns

匿名-亲 非DRD4-4R×亲密度 −0.09 0.45 0.42 0.44 ns

利他-亲 非DRD4-4R×矛盾性 0.01 0.65 0.33 0.37 ns

匿名-亲 DRD4-3R(5R/6R)×亲密度 0.23 1.30 0.21 0.27 ns

a) ns为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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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 接近亲密度的平均分7.30; 95%的置信区间为

[6.99, 8.29], 位于亲密度的取值范围内. 非DRD4-4R基
因型与矛盾性对利他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交叉点

的点估计为Ĉ=6.08(SE=0.22), 接近矛盾性的平均分

5.92; 95%的置信区间为[5.64, 6.96], 位于矛盾性的取

值范围内. DRD4-3R(5R/6R)基因型与亲密度对匿名的

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交叉点的点估计为Ĉ=7.93(SE=
0.24), 接近亲密度的平均分7.30; 95%的置信区间为

[7.45, 8.41], 位于亲密度的取值范围内. 这些表明, 上

述交互作用均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

3 讨论

本研究根据G×E交互作用观点, 旨在探究DRD4基
因多态性(DRD4-2R(7R)基因型、非DRD4-4R基因型)
与家庭亲密度或矛盾性对大学生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

用, 并采用显著性区域法和再参数化回归模型分析该

交互作用是否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
本研究之所以选取DRD4基因作为候选基因, 是因

为该基因与认知和情绪功能有密切关联. 研究发现, 被
试中出现频率最高的DRD4等位基因是DRD4-4R, 而出

现频率最低的是DRD4-7R. 即与已有研究一致[27,45], 被

试的DRD4基因第3外显子48个碱基对的等位基因主要

集中在中短片段, 而长片段较少. 这也正是本研究除根

据以往研究将DRD4-7R作为目标基因之外, 而将非

DRD4-4R同样作为敏感基因的原因. 本研究检测出的

基因类型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定律, 说明基因

分析数据较为可靠.
本研究显示, 大学生公开的和依从的等亲社会倾

向与家庭环境的亲密度之间正相关显著, 而与矛盾性

不存在显著关联. 亲密度反映了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承

诺、帮助和支持的程度, 其对大学生亲社会倾向的积

极影响存在以下原因: 一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承

诺、帮助和支持实际体现出一种温暖、安全的积极亲

子关系, 而父母温情[19]
、安全依恋[46]与青少年的亲社

会行为密切相关; 二是亲密的家庭成员关系为父母对

子女的积极教导、积极情绪交流以及行为支持提供了

可能. 许多研究表明, 父母鼓励观点采择的引导[47]
、积

极情绪的表达与分享[48]和共同实践参与[49]能够促进青

少年的亲社会行为.
本研究并未发现大学生亲社会倾向的性别差异和

DRD4基因型差异. 尽管亲社会的性别差异似乎是共

识[50,51], 但是这些报告的性别差异可能只是反映了人

们对男孩和女孩的社会期待, 而非真实存在. 虽然有研

究发现DRD4基因与利他之间具有一定关联[1], 可更多

的研究并未证实这一关系[13].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 基因

不能直接决定个体的社会性行为, 而是体现为一定的

可塑性, 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亲社会倾向.
这也正呼应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即从G×E交互作用

角度探讨DRD4基因与大学生亲社会倾向的关系.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DRD4基因多态性与家

庭亲密度或矛盾性对大学生亲社会倾向具有显著的交

互作用. 前已述及, 非DRD4-4R基因型实际上包括了

DRD4-2R(7R)基因型和DRD4-3R(5R/6R)基因型(只具有

DRD4-3R、DRD4-5R或DRD4-6R).因此,非DRD4-4R基
因型与亲密度或矛盾性对大学生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

用实际上反映了DRD4-2R(7R)基因型和DRD4-3R(5R/
6R)基因型各自的影响. 本研究中4个显著的G×E交互

作用可概括为两点: 一是非DRD4-4R基因型与矛盾性

对大学生利他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再次证实了

DRD4-2R(7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大学生利他的亲社会

倾向的交互作用. 即在较多公开表露愤怒、攻击和矛

盾的家庭环境中, DRD4-2R(7R)携带者的利他亲社会

倾向显著低于非携带者; 而在较少公开表露愤怒、攻

击和矛盾的家庭环境中, DRD4-2R(7R)携带者利他的

亲社会倾向显著高于非携带者. 已有研究表明, 在面对

消极的家庭环境时, 与非携带者相比, DRD4-7R携带者

表现出较多的问题行为和较低水平的社会技能; 而当

面对积极的家庭环境时, 正好相反[11,23,25]. DRD4-2R与
DRD4-7R的功能相似[14,39,40]. 由此, 包含了至少一个

DRD4-2R或至少一个DRD4-7R的DRD4-2R(7R)同样敏

感于家庭环境. 根据相关研究, DRD4-7R对家庭环境等

社会刺激的敏感, 有可能与多巴胺信号的缺失或谷氨

酸释放的增强[52], 以及前扣带回皮质的强化学习功能

的抑制[53]有关. 多巴胺信号的缺失、谷氨酸的释放或

强化的抑制会导致对奖赏的更高需求. 家庭中公开表

达愤怒、攻击和矛盾越少, 即家庭中消极因素越少, 青
少年的奖赏需求被满足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而更能够

在家庭环境的积极变化中获益.
二是非DRD4-4R基因型与亲密度对大学生匿名的

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揭示了DRD4-3R(5R/6R)基因型

与亲密度对大学生匿名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 即

在家庭成员之间较少相互承诺、帮助和支持的家庭环

境中, DRD4-3R(5R/6R)基因型携带者匿名的亲社会倾

向显著低于非携带者; 而在家庭成员之间较多相互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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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帮助和支持的家庭环境中, DRD4-3R(5R/6R)基因

型携带者匿名的亲社会倾向显著高于非携带者. 已有

研究较多集中于DRD4-7R与家庭因素对社会行为的交

互作用[23~26]. 尽管有研究发现非DRD4-4R/4R基因型敏

感于积极环境[28], 但鲜有研究直接证明DRD4-3R(5R/
6R)基因型与家庭因素对亲社会行为的交互作用. 这里

存在的一种可能是, DRD4-3R、DRD4-5R和DRD4-6R
与DRD4-7R具有某种功能相似性. 有研究表明, DRD4-
5R与DRD4-7R对个体神经活动和心理的影响是一致

的, 即会导致更慢的神经加工速度和更高水平的冲动

性; 同时也表现出适应性的一面, 即与较高水平的创造

表现中的独创性显著相关[54]. 当然, 需要结合未来更多

的关于DRD4第3外显子各个重复等位基因功能差异的

研究来揭示其中的复杂机制. 此外要注意的是, DRD4-
2R(7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男性大学生利他的亲社会倾

向的交互作用的效应量, 同DRD4-3R(5R/6R)基因型与

亲密度对男性大学生匿名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的

效应量差异不显著. 也就是说, 就对家庭环境的敏感性

而言, DRD4-2R(7R)基因型与DRD4-3R(5R/6R)基因型

是大体等同的.
本研究显示, DRD4基因多态性与家庭亲密度或矛

盾性对大学生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存在性别差

异, 这些交互作用仅存在于男性大学生中. 这表明,
DRD4基因多态性与家庭环境对大学生亲社会倾向的

交互作用存在性别特异效应, 而非性别伴随效应. 其他

研究证实了类似的性别特异效应[37,55]. 研究发现, 男孩

更易受到家庭消极因素的影响[56], 父母报告的家庭负

性表达与男孩的同情心呈负相关[57], 较高水平的兄弟

姐妹间的破坏性冲突与男孩较低的社交技能、较高的

消极情绪存在显著正相关[58]. 可见, 男性的社会性发展

似乎更容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 正是DRD4基因和男

性对家庭环境的敏感, 共同解释了DRD4基因多态性与

家庭亲密度或矛盾性对男性大学生亲社会倾向的交互

作用.
由此, 假设1得到验证. DRD4-4R基因对家庭亲密

度和矛盾性不敏感, 而DRD4-2R(7R)基因对家庭矛盾

性敏感, 这与已有对白人被试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可

见, DRD4-2R(7R)基因对家庭环境的敏感性可能具有

一定的跨文化普遍性. 更为重要的是, 本研究发现

DRD4-3R(5R/6R)基因型对家庭亲密度是敏感的. 由于

已有以白人为被试的相关研究很少涉及非DRD4-4R基
因型, 而对亚洲被试的相关研究虽笼统提及非DRD4-

4R基因型, 但没有对其中包含的亚类型进行分析, 因此

该研究不仅细化了对亚洲人群、家庭因素与亲社会行

为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而且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于

DRD4基因多态性与家庭因素如何影响大学生社会性

发展的文化差异的认识.
本研究还表明, DRD4基因多态性与家庭亲密度或

矛盾性对大学生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符合差别易

感性模型.假设2同样得到支持.无论采用传统的分层回

归分析,还是采用显著性区域法和再参数化回归模型分

析,所得结果均一致.相比于传统的分层回归方法,其他

两种方法各具优势: 显著性区域法能够给出具体、明

确的统计指标, 再参数回归模型能够对模型做出直接

评估而不需要多次检验. 从结果上看, 显著性区域法分

析显示, DRD4-2R(7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男性大学生利

他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非DRD4-4R基因型与亲

密度对男性大学生匿名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非

DRD4-4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男性大学生利他的亲社会

倾向的交互作用的PoI指数和PA指数均在0.4左右, 属于

典型的差别易感性效应. 而DRD4-3R(5R/6R)基因型与

亲密度对男性大学生匿名的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的

PoI指数和PA指数均小于0.3. 再参数化回归模型分析发

现,相比于前3个交互作用的交叉点,最后一个交互作用

的交叉点在平均数右边的距离最远. 由此可见, 虽然交

互作用分析结果均支持差别易感性模型,但是符合程度

有强弱的不同. 由上可知, 显著性区域法和再参数化回

归模型方法是对传统的分层回归分析结果的深化.在进

行G×E交互作用分析时, 很有必要综合运用三种方法,
或者至少在传统分层回归分析基础上选择显著性区域

法和再参数化回归模型方法其中的一种.
本研究针对DRD4基因多态性与社会性行为关系

研究存在的问题, 重点考察了DRD4基因多态性与家庭

亲密度和矛盾性对大学生亲社会倾向的影响, 对于从

G×E交互作用角度动态认识青少年的亲社会性发展,
以及有针对性地改善家庭教育环境均有一定启发. 当

然,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1) 虽然本研究的研究

假设得到了验证, 但是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 要进一步

确定DRD4基因多态性与家庭环境对大学生亲社会倾

向的因果性影响, 需要进行纵向研究, 即在多个时间点

采集家庭亲密度、矛盾性和亲社会倾向的数据进行分

析. (2) 个体行为是生物性因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
即便是生物性因素也是复杂的. 研究发现, 除DRD4外,
催产素受体基因(OXTR)与亲社会行为具有一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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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59]. 个体行为有可能是多个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60].
因此,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讨DRD4与其他基因对社会

性行为的潜在的交互作用. (3) 本研究把家庭亲密度和

矛盾性作为环境变量, 但仍有其他环境变量有待考察.
比如, 家庭中母亲和父亲的协同教养、亲密-自主平衡,
学校中的班级环境、教师支持和学校氛围等. 此外, 本
研究的亲社会性指标是问卷获得的自我报告分数, 也

可以结合捐赠等具体行为指标.

4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DRD4-2R(7R)基因型与矛盾性对男性大学生利

他的亲社会倾向、非DRD4-4R基因型与亲密度对男性

大学生匿名的亲社会倾向、非DRD4-4R基因型与矛盾

性对男性大学生利他的亲社会倾向、DRD4-3R(5R/6R)
基因型与亲密度对男性大学生匿名的亲社会倾向均具

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在男性大学生中, 与非携带者相比,
家庭亲密度或矛盾性更能显著预测DRD4-2R(7R)、非

DRD4-4R以及DRD4-3R(5R/6R)基因型携带者的亲社会

倾向.
(2) 显著性区域法和再参数化回归模型分析均表

明, 上述四个交互作用均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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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pamine D4 receptor (DRD4) has been proved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social behavior. In particular, many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it interacts with family environment on prosocial behavior. However, there are some critical imperfection
in current researches: 1) Most of the related researches focus on DRD4 7 repeat allele (DRD4-7R), while in fact there are
great racial differences in the variable number of tandem repeats (VNTR) polymorphism ofDRD4. In Asian population, 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allele is DRD4 4 repeat allele (DRD4-4R). 2) There are three models to expla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RD4 polymorphism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social behavior: diathesis-stress model,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model and vantage sensitivity model. The latter two models are supported by more evidences, but show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 3) The main analysis method of the above interaction is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which is simple
and easy, however, with noticeable disadvantages. This method only focuses on the two ends of environment variables, and
does not set quantitative standards for the size of interaction effects. To solve this problem, Roisman et al. proposed the
region of significance (RoS) method, and Widaman et al. proposed a re-parameterized regression model. 4) Since gender is
the influencing fac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D4 and social behavior,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RD4 and family
factors on social behavior, does gender effect still exist? If it does, is it a gender-contingent effect or a gender-specific
effe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nteraction ofDRD4 gene polymorphism and family cohesion or conflict on prosocial tendenci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analyzed whether the interaction fitted the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model or not, using RoS
method and the re-parameterized regression model. Because of the similar function of DRD4-2R and DRD4-7R, the
individuals carrying at least one DRD4-2R and the individuals carrying at least one DRD4-7R were combines as DRD4-2R
(7R). Thus, there were two family sensitive gene types in this study: DRD4-2R(7R) and non-DRD4-4R.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1) For 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RD4-2R(7R) and family conflict on altruistic
prosocial tendency, non-DRD4-4R and family cohesion on anonymous prosocial tendency, non-DRD4-4R and family
conflict on altruistic prosocial tendency, and DRD4-3R(5R/6R) and family cohesion on anonymous prosocial tendency
were significant. In other words, compared with non-carriers, family cohesion or conflict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prosocial tendency of male DRD4-2R(7R), non-DRD4-4R or DRD4-3R(5R/6R) carriers. Therefore, there was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DRD4 gene polymorphism and family environment on prosocial tendenci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is interaction was gender-specific. 2) These four interactions fitted the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model whether through
RoS method or the re-parameterized regression model.
This study will be helpful to promote people’s dynam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youth, and has

some inspiration to improve the family education environment.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longitudinal
research design,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genes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dopamine D4 receptor, cohesion, conflict, prosocial tendency,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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